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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日常生活的诞生
以昭和37年度厚生白皮书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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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问题的所在

本文以现代民俗学的立场，主要从都市生活变化的角度来对“高度经济成长期”做一份汇报，

目的是要把握与当今我们的生活方式息息相关的“日常”的形成过程。

在新开放的历史民俗学博物馆的现代展示厅中有一个重点展示，在第六展示室的一隅，陈列

着对昭和 37 年（1962 年）开始入住的东京北区赤羽台团地①生活的再现展示。本文也兼对这个

展示的设置缘由做一个扼要的说明。高度经济成长期中的都市生活的变化，我们每个人都各自经

历过，是一些“被熟知的不言而喻的”内容。要如何用民俗学的方法来展现这些内容？对于那些

让人们觉得“说起来确实如此”的诸多事象，我们不是把它们作为激发怀旧情绪的工具和装置 1，

而是要观察与当今生活紧密联系的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是如何形成的。2 让大众对于这些不言

而喻的事物重新认识和定位，便是本文（以及这个展示）的主要着眼点。

 

1. 现代生活的日常化过程和分析视角

首先，在这里简单介绍一下现代民俗学。1970年代之后，以德国为中心，民俗学（Volkskunde）

被定义为一门“分析由客体以及主体表现出的文化价值的转移、其成因以及具体过程”3 的科学，

民俗学的内容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里所说的客体和主体指的是：文化的价值观既以物或规范的

形式 “客观地表现出来”，又以态度或见解的形式，通过“讲述（narrative）”等“主观地表现

出来”。民俗学把对这两者的辨析作为研究手段，目的是要对价值（知识以及信息、价值观）的“传

达”过程作深入的梳理和分析。由此，区分客观的历史（Geschichte）和主观的历史（Historie），

同时追问两者之间的关系，也成为充分发挥民俗学特长的独特的研究方法。

例如，高度经济成长期开始于昭和 30 年代，随着昭和 30 代的热潮，被广泛流传和相信的“家

庭”观，一般来说可以总结如下：

近年来，凄惨残忍的杀子弑亲或虐待儿童的案件在增加，似乎“家庭的崩溃”已经到了极致。

经常可以听到人们说“以前可没有这么残忍的父母”。昭和 30 年代以前日本的普通家庭的印象

是全家人围绕在矮餐桌边其乐融融地吃饭，可是这些（日本历史悠久的“传统”），却因高度经济

成长而崩溃了。

然而，这样的说法或印象是极其主观的认识，据统计，实际上无论是杀子还是弑亲在昭和

30 年代达到顶峰后便呈现急剧下降的趋势，也就是说这些认识和客观事实存在着很大的差距。4

在现代民俗学中，我们不是如同昭和 30 年代的热潮一样，对过去进行怀旧式的美化，而是通过

精确地追踪调查我们生活的变化（客观的历史），反过来考察这些主观的历史认识（比如身体感



128

现代日常生活的诞生（岩本）

受到的不安等）是如何被述说得具有现实感的。这个权威化（言论化）的过程以及意义赋予的变

化，我们可以采用对故事、传说等的“生成分析”相同的手法而 取出来。

基于这个观点，我们发现事实上“厚生白皮书” 
②也可以成为研究的对象。所谓“白皮书”，

是在基于统计的现状分析上，对国家和各省厅③的政策方针（施政的依据）进行言论化的文件。

它如何把握和认识现实？预想要设立什么样的指标？分析这些问题，我们便可以看出政策的权威

化的过程。而这往往和客观的历史是存在偏差的。 述一般老百姓“生活”的“白皮书”，除了

厚生省的“厚生白皮书”，还有经济企划厅的“国民生活白皮书”。通过对比这两份资料，便能在

一定程度上把握我们生活情况的实际变化，与此同时，各省厅的主张（施政倾向）也将浮出水面。

比较各年度“厚生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卷首 “总论”的内容，可以看出其论点（当

时的政策性课题）大致可分为如下四个时期：昭和 33 年（1958）年以前，白皮书的中心课题都

是贫困问题。到昭和 34-46 年（1957-1971）期间，主题转变为随着高度经济成长，由人口结构

的变动引发的诸问题（主要是福利保险和健康问题）。进入昭和 47-63 年（1972-1988）后，则

是高龄化引发的社会保障问题（以养老金问题为主）。最后在平成元年 -20 年（1989-2008），随

着泡沫经济的破灭，针对少子化问题的对策则成为焦点（其中，“真正的富裕”、“家庭”、“儿童”、

“抚养”、“医疗”、“地方”等成为关键词）。

本文将重点关注昭和 37 年（1962）版的白皮书。这一年的白皮书在总论中高度评价“人口

资质的 高”，其基本构成是在“日本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现状认识的基础上，预测因急

速的都市化进程可能引发的人口结构的变化，并对未来进行展望。这里面呈现了很多延用至今的

政策（比如国民养老金等）在具体成形期的状况，现在回过头来看也颇具深意。5 在东京迎接奥

林匹克运动会之际，东京或都市居民生活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通过分析白皮书，我们可

以认为 1962 年（昭和 37）便是这个时代的转折点。基于这个判断，从民俗学的角度将“生活”

作为观察的立足点出发，便有了上文 到有关赤羽台团地的再现展示。

2. 高度经济成长期的家庭变动 少子化问题的政治性

对于都市居民家庭生活的核心变化，我们可以从另一个侧面切入，那就是当今正成为社会问

题的少子化现象，常见的是类似图 1 的表述。这里所说的“出生率”指的是“总和生育率”，是

把 15 岁到 49 岁的女性按照年龄别将其生育率相加得到的结果。表示的是假设一个妇女在整个

育龄期都按照某一年的年龄别生育率生育，她所生育孩子的总数。这张图给人一种错觉和不安，

似乎按此情况继续下去，日本人就将要灭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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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出生数以及合计生育率的演变

（资料） 厚生省大臣官房统计情报部“人口动态统计”

（出处） 平成12年版《厚生白皮书》

另一方面，图 2显示了出生年次别的平均兄弟姐妹数的比例。从其演变来看，1935-1939年（昭

和 10-14）出生的一代 4.59 人是最高峰。1965 年（昭和 40）以后出生的有两个兄弟姐妹的人

超过了半数。持续 15-19 年婚期的夫妇的生育儿数（最终生育儿数）在 1972 年（昭和 47）之

后只在 2.1 到 2.2 之间波动，可见婚后夫妇的生育行为没有太大的变化，正如社会学者用“二子

革命”6 来命名这个现象一样，现在生两个孩子已经成为一种标准了（惯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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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出生年次别兄弟姐妹别比例以及平均兄弟姐妹数

（资料）厚生省人口问题研究所 “第3次户籍动态调查”（1994年）

（出处）平成8年版《厚生白皮书》

图 1 显示出的少子化现象，其主要原因被认为是未婚和晚婚的影响。而我们民俗学者或社会

人类学者更为关注的是，图 2 所示的 1924 年（大正 13）以前的兄弟姐妹数。生存的兄弟姐妹

数是一人、两人、三人的比较多，总计三人及以下的占到了六成，孩子数量、以及家庭成员的构

成和今天没有太大的区别。相比之下 1925 年 -1945 年（大正 14- 昭和 20）的 4 人或 5 人以上

兄弟姐妹的比例反而显得异常之高。实际上，这是因为在 1927 年，政府成立了它的咨询机构“粮

食问题调查会”，以此为契机展开了有关人口统管政策的讨论，人口政策也开始转变为增长政策。

特别是 1940 年（昭和 45）起，面向总力战的“产儿报国”，打出了“多生孩子多繁衍”的口号，

时代的影响很大 7，可以说是那个时期特有的现象。

因此，图 1 所展现出的总和生育率的骤减倾向，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是这一代人中生五人以

上的多产夫妇的减少。然而图 1 却并没有标出战前的数据，这便有问题。图 3 是包含战前数据

的人口出生率（CBR）和总和生育率（TFR）的长期演变图。由此可见图 1 的绘制起点恰是日

本有史以来出生率极高的特殊的一代（稠密的一代）的生育高峰（战争结束后，出生率激增是世

界性的一般规律），如此制图，也难怪不了解统计方法和实情的一般民众会产生之前所说的那种

错觉和不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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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出生率的长期演变——人口出生率（CBR）和总和生育率（TFR）

（资料） 1873-90年：内阁统计局《日本帝国统计年鉴》 1900年后：

　　　　 厚生省大臣官房统计情报部“人口动态统计”

（出处） 落合恵美子　『21世紀家族へ』（第3版，2004年）

对此，欧美的人类学者和人口学者们有一个共通的看法，如图 2 的 1924 年（大正 13）以

前的兄弟姐妹人数数据所展现出来的那样，日本的粗出生率（1000 人相当的出生率）从近世以

来就已经“低到无法想象”。8 很多学者将研究的焦点对准为何相比其他农业国家日本的出生率

如此之低，近世期的日本何以能够保持人口在一定的规模。比如，剑桥学派的人类学家艾伦・麦

克法兰（Alan Macfarlane）等没有一味如同既有的研究一样过分强调扼杀婴儿或堕胎的影响，

而是从家庭层面的人口调整体系（受胎间隔、哺乳期间、卫生状况等以及人们对此的意识）进行

了分析和考察。9 因此甚至可以说，在欧美学者看来，少子化社会才符合日本文化的体系。10

事实上，国家在白皮书中开始使用“总和生育率”（TFR）这一考虑了年龄构成差异（即人

口金字塔）并适用于国际比较的数值，是最近才有的事情。它最早出现在昭和 49 年（1974）版，

频的白皮书中，繁地出现则是在平成元年（1989）之后。在此之前说到出生率，一般指的是“人

口出生率”（CBR）。图 1 出自平成 4 年（1992）年版白皮书，实际上，在平成 4 年版里，还有

图 4 这样的展望将来的图。从这张图可以直观地看出，即便对现今政府热议的少子化对策不做

任何应对，总和生育率这个数值也会按照人口学的规律演变，其结果绝不是一味地下降直到变成

零为止。这种煽起公众不安的言论，不过是文化国家主义的“消亡言论”。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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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出生数与总和生育率的演变以及未来推测（中位推测）

（资料） 实际值是厚生省大臣官房统计情报部“人口动态统计”

                推测值是厚生省人口问题研究所“日本将来预计人口（平成4年9月推测）”

（出处） 平成4年版《厚生白皮书》

在日本，社会开始正视少子化问题源自于 1990 年（平成 2），当年的总和生育率跌至比前一

个丙午年④
1966 年（昭和 41）的 1.58 还低，人们称之为“1.57 震惊”，同时媒体的大肆宣传也

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也是从这一年开始，白皮书长期地把低出生率与以养老金制度为主的高

龄人抚养负担增加问题联系到一起 述。在此之前，白皮书对于少子化不一定都是负面的评价。

事实上，战后不久，尽力普及“家庭计划（避孕法）”的也正是厚生省。直到 1980 年都是与世

界性的人口爆发相联系起来说明的（尽管在这之前就已经有了对将来的劳动力不足的指摘），可

以看出在当时反而少子化才是被认为比较理想的情况。有关这点的一个典型是昭和 48 年（1973）

版中对儿童补贴一项的记述。在第二次生子高峰，生第三子受补助人数的大量增加被白皮书看作

是一个社会问题。因而当今对于少子化的议题设定，能明显能感受到其中造作的成分。其根底上

与战争时期将出生率减少的倾向看成是“导致日本民族凋落、衰老的心腹大患”12 的畏惧相同，

可以认为这里面隐藏着民族主义（自民族中心主义）的思考方式，详细的分析还有待日后进一步

深入。再者，随着高度经济成长期进入尾声，低成长导致的社会保障的困境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不管怎样，可以说这是一个“创造出来的权威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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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高度经济成长和家庭的“容器” 模式化的集合住宅的生活方式

图 2 本意只是标示生存兄弟姐妹的数量，但事实上，它还反映出了从多产多死型，到多产少

死型，再到少产少死型方向转变的过程。与此同时，从这张图上，还可以发现高度经济成长期人

口向大都市的移动现象，也是 1925 年－ 1945 年（大正 14 －昭和 20）的多产少死型生育下产

生的农村剩余人口所引起的现象。

在高度经济成长期之前，即便日本的总人口有所增加，但如图 5 所示，明治末年以后，其农

业人口就基本维持在一定的数值上。随着机械化和化学肥料、农药的普及，战后日本农业向着省

力化、兼业化的方向发展。农村剩余人口从战前的进驻殖民地，变为大量涌向了大都市。随着现

代化、工业化的进程，无论在哪个国家，都市人口都在增加，但是与其他国家相比日本在高度经

济成长期的增长曲线尤其陡峭。和在工业革命后缓缓变化的欧美国家不同，日本期望于急剧地对

产业结构进行转变。高度经济成长期前的家庭规模（平均同居人员），如图 6 所示几乎是保持一

定的。进入高度经济成长期后它急速地减少，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人口向大都市集中后导致的都市

劳动家庭的增加。因此论述家庭的时候，不应该只是平面化地理解，而应该把集中涌向大都市并

集团性就职的一代人的特殊性（都市人口、农村人口比例的结构大转换）考虑在内 13，进行立体

地、多层次的分析 。

 

图5 产业别就业者数的演变

（备注） 1920年以后的总数（最右的数值），包括不能分类的产业。

（出处） 1920年以后是《人口普查》，1910年度据大川《劳动力（长期经济统计2）》推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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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都市化进程与平均每户人数的演变

（备注） 1 总务厅 《日本帝国统计年鉴》 ，同《人口普查》，

                    DID人口比例的1920年-55年是根据大友篤《日本都市人口分布论》而制作。

               2  都市部人口比例的45年-47年，DID人口比例的60年-65年不包括冲绳岛。 

（出处） 平成7年版《国民生活白皮书》。

作为接纳这种新型都市移居者的“容器”，1955 年（昭和 30）成立的日本住宅公团（现在

的 UR 都市再生机构）等建设了大型公团以及公营的住宅团地。尽管 1970 年代以后，民间开

发商的公寓建设也有所进展，然而日本住宅公团在东京 23 区内最早大规模开发的团地，便是位

于北区的赤羽台团地，它从 1959 年（昭和 34）开始建设，到 1962 年（昭和 37）年开始入住。

包括面向单身的 1K 户型到面向家庭的 4DK 户型共有 3373 户，被称为“巨型团地”。在其广大

的用地内，除了有三所中小学校、公园等共同空间，还设有团地内的商店街。这些充实的生活设施，

在昭和 30 年代，作为走在时代最前列的集合团地，受到了广泛的关注。现代日本人的住居方式，

在不停地往高层集合住宅方向发展，其住户数也不断地增加，如今东京都内已有超过七成的人居

住在集合住宅内了。14 实际上，当今住独门独院的人已然成了少数，而我们对于这点却毫不知情。

战后，日本的住宅不足问题曾经很严重。战争刚结束时，由于战祸引起的房屋烧毁和从外地

涌入的难民，总共有 420 万户的住宅不足缺口。而到 1955 年的“住宅情况调查”显示约有 270

万户缺口，1958 年（昭和 33）也仍有 216 万户缺口，缺口问题并没有得太大的改善。即便到了

1960 年（昭和 35），据推算大中城市仍有约 185 万户的住宅不足。劳动世代的 39% 是住房贫困者。

很多即便月收入较高的人，也还是和全家人一起生活在租来的单间房内，属住宅贫困户。15“国

民收入倍增计划”主张从 1961 年（昭和 36）到 1970 年（昭和 45）之间需建设 1000 万户的住

宅。在这种情况之下，1955 年 7 月，鸠山一郎内阁打出建设 42 万户的住宅的口号，由此建立

起来的正是日本住宅公团。16

战后日本推行住宅政策中，日本住宅公团采用 2DK、3DK 这种“nDK 式”的户型，是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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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规模和房间布局相一致的住宅供给手法 17（n 是指夫妇和（n-1）个孩子所构成的家庭容器）。

这里设定的是年轻的劳动家庭（工薪家庭），这种“容器”也渐渐规定了家庭的样式。没有婆媳

之间的纠葛，仅由夫妇和未婚子女构成的原子家庭中展开的新的生活方式成为了一种标准，并且

这种生活及理念，也波及到了地方的生活。随着大众媒体文化传播的介入，可以满足原子家庭私

生活所必要的最低条件的住宅这种不用顾虑他人或亲戚，仅由夫妇和未婚子女组成的可以维持私

密的空间以及这种家庭理念、家庭规范开始向全国渗透。以前电视上的家庭剧，如《七个孙子》、

《现在 11 人》（都是 1964 年）， 绘大家族（大规模的同居人员）的情况比较多。相比起来，现

在的电视剧，尽管也有像是《世间都是鬼》这样的例外，和过去的差别还是显而易见的。18 战后

废除了传统的家族制度⑤后，民法在家庭法中所追求家庭理念和理想，可以说随着集合住宅的展

开，总算被实现了。

近年单间户型的急速增多，直接反映出独自生活的单身户的激增，但是另一方面，原子家庭

率几乎保持在一定的数值上（学术上的核心家庭是指夫妇和未婚子女构成的家庭形态）。值得注

意的是，“战后日本原子家庭化了”这种说法，是一种包含着理念的通俗用法（通俗用法的“原

子家庭化”在学术上指每户家庭的小规模化）。确实三代同堂的家庭形态（扩大家庭）正在减

少，但在 2005 年（平成 7）的人口普查中显示仍有超过 2300 万人过着这种生活，比独自生活

的 1450 万人要高得多。三代同堂的家庭等，在欧美，特别是安格鲁萨克逊系统的国家里早就已

经看不到了，如果不考虑到这种文化的限制性，对于生活实情和家庭特征的把握便会出现偏差。

与法律或理念不同，认为和年老的父母同居是理所当然的这种家庭意识（文化的限制性）至今仍

然根深蒂固。现实情况是，在这个社会过渡期中，人们在作为意识的三代同堂和作为实情的单身

居住之间，以及直系家庭的理念和原子家庭的实情之间，进行着自我选择，自我编排。 

和日本团地相似的公营高层集合住宅在世界各地都存在。但是，类似的有限空间中是如何布

置的，另外，居住在这里面的人们进行着怎样的生活实践，都因文化不同而具有很大的差异。19

例如，电动洗衣机在日本住宅内多放置于浴室的脱衣间，而韩国没有相当于脱衣间的空间，则多

放于阳台或者被称为多用途间的小房间里，另外在以德国为代表的欧洲，多是将洗衣机嵌套在厨

房的系统厨具中。20 因此，这次的展出，虽然是对日本人来说常见而理所当然的小区生活，也希

望观众能怀着这种异文化比较的视角进行观察。

4．日常化的生活方式 清洁卫生的生活的实现

以解决都市劳动者的住宅难问题为主要目的公团住宅，在建设之初就计划标准配备室内浴室，

以便人们忙完了一天的工作回到家后，可以舒舒服服地在能伸展四肢的浴室里洗浴。并且，当时

普及率还只有都市人口 4% 多的抽水马桶，也在公团住宅中标准配备了。设计理念中还设置了可

将就寝场所和饮食场所分离的 DK 间，这来源于人们觉得吃饭睡觉兼用“不卫生”的想法。此外，

从不锈钢水槽、厨房换气扇，卫生洗脸台（盥洗组合），直到窗框，日本住宅公团都以同样的考

量标准企划和开发，并通过规格化和量产化成功实现了低成本控制，而这些设计也向一般的民间

住宅普及开来。21 就这样，清洁卫生的生活便成为了日常，被日本人所共有，理所当然地，融入

到身体的一部分里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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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登载在昭和 37 年（1962）版白皮书的图 7 显示的关粪尿处理的状况可知，当年使用非水

洗厕所的人口仍然占到八成，粪尿多是返给农村或是投入大海。具有完备的水洗厕所和浴室的住

宅团地，体现了人们心心向往的“清洁卫生”的生活环境。日本的自来水普及开始于 1955 年（昭

和 30），当时都市普及率不足 60%，农村不足 9%，下水道的普及则是更以后的事情了，可见日

本的卫生状况曾非常糟糕。另外，在当时全国各地的岛屿地区，很多地方每人每天用水量是三升

（约合 5.4 公升）22，从水井中打水便成为妇女沉重的体力劳动负担。23 与此相对，公团住宅最初

使用的水洗厕所冲洗一次用水量为 13 公升，也就是说冲一次厕所便够当时岛屿地区的两个人一

天的生活用水了（现在东京都每人每天的生活用水量为 240 公升）。 

图7  粪尿处理的现状和目标

（出处） 昭和37年版《厚生白皮书》

都市型生活和水、电、媒气的稳定而大量的供给是密不可分的，由此，大都市的生活基础设

施也得到了迅速的修建和完善。农村地区在 1957 年（昭和 32）施行了自来水法以后，各地铺

设了简易的自来水道。因上下自来水道的铺设以及卫生环境的迅速改善，霍乱、赤痢和伤寒这样

的感染症以及胃肠炎这样的消化道疾病导致的死亡人数骤减，疾病结构也发生了质的改变。24 当

然，这个结构的转变，除了卫生环境的改善，与医疗技术的长足进步也不无关系，由此，基本上

因病去世的年轻人大大减少，伴随着高龄化社会的进展，高龄人的死亡比例则增加，由此也带来

了死亡病因的变化。

1920 年之前，日本因霍乱死亡的人数曾一度达到千人的规模。即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因无法控制赤痢或伤寒的流行，特别是在人口大量集中乱开发现象严重的都市地区尤为严重，到

1950 年代前期，赤痢的死亡的人数也再次超过了一万人，成为都市问题之一。这些疾病主要是

由粪尿的不卫生处理导致的，而随着上下水道的建设和完善以及水洗化比例的 高，公共卫生

得到彻底落实，罹患这些疾病的人数也急剧地减少。此后，癌症（恶性肿瘤）、心血管疾病、脑

血管病等的死因排到了前面。另外，从死亡人数的各年龄层的比例来看，在 1938 年（昭和 13）

左右之前， 0 岁到 4 岁死亡的乳幼儿占到总死亡人数的三分之一，到 1950 年代仍占到二成以上。

一般认为都道府县的上水道普及率和乳儿死亡率密切相关，随着水洗化和净化槽的普及，乳儿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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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率锐减，而其降低也延长了日本人平均寿命。可以说，日本成为世界最长寿的社会最大的原因

是因为实现了这种“清洁卫生的生活”。

以前的日本住宅中，人们通常将会产生烟臭味的厨台摆放在与室外空气相通的角落。DK 间

则让主妇成为家庭生活的主角，不但如此，家庭成员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变革。电器的引入打着“创

造余暇”的口号，大量宣传可以减轻女性的家务负担，然而事实上，家庭妇女们在家务上所花费

的时间却有增无减。25 以“加强食品卫生”为目的而引入的电冰箱，不仅减少了食物中毒类的疾病，

同时也刺激了家庭用冷冻食品的开发。而随着冰箱的大型化、多功能化发展，以前只能在外面的

餐馆吃得到的美味，如今也可以在自家餐桌上品尝得到，家庭菜的形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全职

主妇不得不每天亲手做菜，并且需要时时准备大量不同的菜品。洗衣机的引入，也增加了家庭洗

衣的频度，每天为丈夫和孩子准备好白衬衫和内衣成为全职主妇的日常任务。这样，家庭的家电

化，也导致了性别分工的强化，在促进了职业女性进入社会的同时，也让全职主妇专心于家务和

育儿，加深了两极分化。

图 8 主要的住宅设备的普及率的演变

（备注）1 根据总务厅“住宅统计调查”，经济企划厅“消费和储蓄的动向”，“消费动向调查”制作。

               2 ×记号以前是人口五万人以上的都市户，×记号以后是全部住户的值。

               3 室内空调只包括47年以前的室内冷气扇。

（出处） 平成2年版《国民生活白皮书》。

有关日常化的事象中，有一个人们很容易忽略的细节，那就是公团住宅采用降低成本的铝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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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框所带来的生活方式的改变。铝制窗框并不是进口技术，而是从以前的日本家庭住宅就已经使

用的双槽拉门中研发出的。以前的日本房屋风会从窗缝里灌进来，随着密闭性良好的铝制窗框的

普及，冬季的屋内变身成了暖房。在室内还要穿一层又一层的衣服，裹着厚厚的和式棉袍的景象，

恐怕已经被人们忘得一干二净了。窗框的引入，再加上冷气扇（房间空调）的进一步普及，使得

日本人已经不怎么打开窗户了 26，同时如扫地出门、跪着抹地板等打扫卫生的方式也发生了改变。

同样，和椅子相比，当时比较昂贵的客厅餐桌也由于日本住宅公团的标准配备一时之间变得

廉价，需求量大量上升 27，进而全面进入到了日本人的生活中。由此，坐在椅子上吃饭的方式也

普及开来，如今已经成为了日本人生活中理所当然的事情。然而在从前，无论是用箱膳还是矮脚

餐桌，坐在地板上吃饭才是日本的饮食习惯。以前不管是用炭炉和灶来做饭，还是洗衣时，都是

端坐在地板上或采用蹲着的姿势。而现在如同洋式厕所代表的站立或坐在椅子上的姿势正融入我

们的身体，影响我们的行为举止，成为我们日常的一部分了。

如此，我们的生活每天都在发生着变化。每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或周遭琐碎的事物都有其历史

（意义或功能的变化）。为了更好地改善我们的生活，不应该停滞于“我知道，这是理所当然的”

而放弃思考，必须对它们抱有兴趣，重新看待。28 可以说这也正是民俗学存在的意义和基本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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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赤羽台团地的调查报告，可参阅『団地ライフ――「桐ヶ丘」「赤羽台」団地の住まいと住まい方』（北区飛鳥山博

物館、2003年）、日本女子大学大学院家政学研究科住居学専攻篠原聡子研究室編『赤羽台団地1960－2007』（2007

年）、岩本通弥・松前もゆる・門田岳久編『団地暮らしの人類学――赤羽台団地』（東京大学人類学教室、2010

年）。

译注

① 团地：日本有计划集中建设的住宅区，相当于中国城市里的高层小区、新村。本文翻译中使用日语原文“团地”。

② 厚生白皮书：厚生省发布的报告书。2001年中央省厅再编，把厚生省与劳动省合并为厚生劳动省。日本的医疗、劳动政

策、社会保险、公积金、旧的陆军省和海军省的残留的行政都是厚生劳动省所负责的。

③ 省厅：日本的行政机关，相当于中国的“部”和“厅”。

④ 丙午年：源于中国历法和阴阳学，在日本民间流传着丙午年出生的女性是克夫星的俗信。所以一般每逢丙午年出生率很

低。另外，日本于明治6年（1873）起废除阴历改用阳历。

⑤ 日本传统社会的家族制度中，家产都由嫡系长子继承，家族分为本家（嫡系）和分家（旁系），整个家族以本家为中心，

分家拥护本家的形式进行广泛的互助。


